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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周代前期青铜器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陈　小　三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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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周代青铜器群年代的认定，学术界素来分歧较大〔１〕。近年

来，平顶山应国墓地所出个别铜器，可支持长江中下游地区周代青铜器年代早到西周早、中

期〔２〕，但这毕竟是零星线索。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传世及出土文献中均有西周王朝与长江中

下游地区发生联系的记载。为何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安徽屯溪、江苏丹徒烟墩山等地发现了典

型周文化风格的青铜器，而中原地区却未见到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青铜器？究竟是没有发现，还

是我们没能识别出来？这一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并回答。

在周代青铜器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强调中原地区的对外影响，只有个别学者认识到中原

地区周代青铜器中有外来因素〔３〕，加之学术界一般默认中原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多是当地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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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陈小三：《应国墓地新见铜盉与吴越地区西周铜器断代》，《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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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１９９７年；林巳奈夫：《关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若干问题》，《吴越地
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苏荣誉：《安阳殷墟青铜技术渊源的南方因素———以铸铆结构为例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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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透射扫描解析》，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造，所以在周代青铜器的研究上，缺乏与周邻文化铜器进行对比研究的视角。这种情况制约了

我们对中原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周代青铜器的认识。

本文通过识别一批中原地区发现的具有长江中下游地区风格的青铜器，来阐释中原地区

西周青铜器在其发展和演变中也曾受到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影响。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原地

区西周青铜器中的外来因素、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周铜器断代，以及西周时期中原地区与长江中

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都有积极的意义。

从考古分期的角度来看，春秋早期可以和西周晚期划作一个阶段〔１〕。春秋早期铜器的造

型、纹饰延续了西周晚期的式样，直到春秋中期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另外，从制作工艺来看，

西周到春秋早期，鼎、簋等器类的耳、足普遍与器身浑铸，而到了春秋中期，铜器上的耳、足通常

分铸。有学者将西周到春秋早期这一时段称为“周代前期”〔２〕，本文沿用这一概念。

一　高砂脊及炭河里铜器群

青铜器铸造是一项复杂、精密的生产活动，制作和组合陶范是这项活动的核心。以往青铜

器研究中，更多地关注形制及纹饰的差异，鲜有涉及不同区域间铜器的铸造方法是否有别。近

年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积累了丰富的铜器材料，为我们认识其与中原地区青铜器分范方式提供

了资料保障。除了传统的器形、纹饰分析外，本文也尝试比较二者分范方式的差异。

首先来看中原地区青铜鼎的分范方式。从孝民屯出土的陶范来看，殷墟青铜器的分范方

式很灵活。殷墟一期之前，铜鼎不带顶范，铸型为３ｆｚ（Ｙ）。殷墟一期，多流行带有顶范的３ｆｚ

＋３ｚ＋１（△）铸型。殷墟二期以后，腹足之间多使用水平分范的６ｊｆ＋３ｚ＋１（△）铸型。殷墟末

期，明器化铜器多为简单的三分铸型，实用器仍流行腹足之间有水平分范的铸型方式。西周早

期，制作精良的铜鼎大多沿用从殷墟二期开始出现的腹足之间使用水平分范的６ｊｆ＋３ｚ＋１

（△）铸型方式〔３〕。综合而言，中原地区从二里头到晚商时期，青铜鼎（尤其是颈部）的分范，是

朝着多段、重复的方向发展。这种多段重复的纹饰，只需要制作一节陶模，便可翻制出一周的

陶范。本文将这种分范方法概括为极度分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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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９年；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
青铜器综览一》，吉川弘文馆，１９８４年；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孙华：《周代前期的周人墓地》，《远望集》（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刘煜、张昌平、胡东波、岳占伟：《技术选择和技术风格的形成———以鼎为例考察二里头时期到晚商青铜器的技术演
进》，陈光祖主编：《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２０１３年；岳占伟、岳洪彬、刘煜：
《殷墟青铜器的铸型分范技术研究》，陈建立、刘煜主编：《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技术研究》，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张
昌平、刘煜、岳占伟、何毓灵：《二里冈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范型技术的发展》，《考古》２０１０年第８期。根据这些
学者的研究，ｆ表示腹范，ｚ表示足范，ｊ表示颈范，ｆｚ表示腹范和足范相连，ｊｆ表示颈范和腹范相连。字母前面的数字
表示用范的数量。Ｙ表示鼎底部有“Ｙ”字形范线，△表示鼎底部有三角形范线。如殷墟二期开始流行的铸型方式为

６ｊｆ＋３ｚ＋１（△），表示由六块相连的颈、腹范和三块足范外加一块底范组成，且底部范线为三角形。



图一　湖南望城高砂脊 Ｍ１出土铜鼎
１、７．Ｍ１∶１８　２、８．Ｍ１∶４　３、９．Ｍ１∶６　４．Ｍ１∶７　５．Ｍ１∶３　６．Ｍ１∶２　１０、１１．分范方式示意

　

再来看商末周初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在湖南望城高砂脊 Ｍ１中〔１〕，地方化风格的铜

器与中原地区铜器共存，为我们分析中原地区铜器与地方化风格的青铜器在纹饰、器形以及分

范方式上的差别提供了绝佳的材料。

湖南望城高砂脊 Ｍ１出土的六件鼎，其中 Ｍ１∶１８鼎上腹饰以短扉棱为界的三组兽面纹

加龙纹，下腹饰蕉叶纹。该鼎主体纹饰凸起，以细密的云雷纹衬地，且主纹饰细阴线纹。这是

中原地区晚商至周初流行的典型的三层花纹样（图一，１、７）。Ｍ１∶１８鼎也与中原地区商代晚

期的铜鼎非常接近，如小屯 Ｍ５∶７５８妇好鼎〔２〕、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射妇 鼎〔３〕。从分范方

式来看，该鼎每道扉棱处即为范线，颈部的纹饰带是用三组六块外范相连构成的（图一，７、１０）。

因此，从造型、纹饰及分范方式来看，Ｍ１∶１８鼎无疑是一件中原风格的铜器。

其他五件铜鼎上腹无短扉棱。其中 Ｍ１∶４（图一，２）、Ｍ１∶６（图一，３）、Ｍ１∶７（图一，４）三

鼎上腹饰三组卷尾的兽面纹，下腹饰蝉纹。Ｍ１∶３（图一，５）上腹饰相间的四叶目纹与火纹，下

腹饰蝉纹。Ｍ１∶２（图一，６；图版壹，１）上腹纹饰与 Ｍ１∶３近同，下部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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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望城县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
掘》，《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拓古（张昌平）：《望城高砂脊与酉族》，《江汉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３期；施劲松：《对湖南望城高砂脊出土青铜器的再认识》，
《考古》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

图像参看《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２卷，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图二　地方化风格陶鼎
１－３．望城高砂脊（Ｍ１９∶１、Ｍ１４∶２、Ｍ１９∶３０）　４．随州叶家山（Ｍ５０∶６）

　

从分范方式看，Ｍ１∶４、Ｍ１∶６、Ｍ１∶７三件兽面纹鼎，腹部纹饰为三组，且大致对称，每组

纹饰中央没有分范的扉棱，分范位置应在兽面纹尾部相接的地方（图一，８、９）。因此，这三件鼎

颈部的外范均为三块范组合而成（图一，１１）。其余两件鼎发表资料有限，但从图版来看，Ｍ１∶

３鼎腹中央没有范线，颈部纹饰带也应是三分范。Ｍ１∶２鼎未发表拓本，或与 Ｍ１∶３鼎近同，

颈部纹饰带也应是三块外范组合而成。

从整体造型来看，Ｍ１∶１８鼎深腹，圆柱足，器体厚重，是典型的中原地区风格的铜鼎。而

其余五件鼎器壁较薄，腹部较浅，口径较腹深大，整体呈宽扁状，而且除 Ｍ１∶４之外，均为束颈

鼎。

从足部形态来看，Ｍ１∶１８鼎为圆柱足。其余五件鼎均为细长、两端膨大的兽蹄状足，上

端饰兽面，内侧扁平。这种兽蹄足与中原地区从晚商以来就流行的柱状足或兽蹄足的风格全

然不同。

综上，Ｍ１∶１８鼎与其余五件鼎可能是不同作坊生产的。Ｍ１∶１８鼎的产地可能在中原地

区。其余五件地方化风格的鼎中，Ｍ１∶４颈部没有收束，可能是受中原地区影响。其他四件

鼎中有三件束颈鼎和一件折沿鼎，而高砂脊遗址发现的陶鼎，也有束颈（图二，２、３）和折沿（图

二，１）两种形态。很明显，这些铜鼎是仿制土著陶鼎而成。近年，湖北叶家山墓地也发现了束

颈的陶鼎（图二，４）〔１〕，应是受到了高砂脊文化的影响。因此，高砂脊出土的五件鼎地方化特

征明显，只是局部造型及纹饰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

类似的器物还见于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２〕。该遗址虽未出土完整的铜容器，但有内侧为

平面的兽蹄形鼎足（图三，１〔３〕、２），与高砂脊所出五件鼎风格相同。此外，该遗址还出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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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２０１２年第７期；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２６１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考古研究所、宁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文
物》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原报告将Ｍ４∶２鼎足的剖面绘为圆形，文字描述为“足内侧平”（《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６期）。２０１６年８月，笔者到湖南省
考古研究所观摩了实物，这件鼎足内侧的确略微凸起，范线位于鼎足内侧凸面的两侧，所以它的铸造方式应与内侧为
平面的鼎足相同。



图三　炭河里遗址出土铜器
１－３．鼎足（Ｍ４∶２、Ｍ２∶６、Ｍ２∶１）　４．刮刀（Ｍ９∶１）　５．鼎耳（Ｍ４∶１９）

　

件折沿鼎的口沿（图三，５），与高砂脊遗址 Ｍ１∶７鼎相似。该遗址中出土有一件刮刀（图三，

４），同类型的刮刀也见于高砂脊遗址〔１〕。该遗址还发现一件尖锥状的鼎足（图三，３），其风格

与安徽屯溪土墩墓中所出尖锥足小鼎风格一致〔２〕。炭河里遗址发掘报告将所发现的鼎口沿

分为三型，其中Ａ型（Ｍ８∶１１）与中原地区铜鼎十分接近，Ｃ型（图三，５）与高砂脊遗址 Ｍ１∶７

相近。而Ｂ型的主要特征是，侈口，立耳薄而宽，均残甚，这种宽而薄的立耳，也与高砂脊遗址

出土五件鼎相近。

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这种类型的铜鼎在湖南宁乡坝塘镇保安村〔３〕、长沙县金井乡〔４〕、

资兴旧市〔５〕、株洲白关〔６〕、湘潭青山桥窖藏〔７〕中也曾发现。此外在广东惠平〔８〕、博罗横岭

山〔９〕，甚至远在广西贺州马东村也发现过春秋时期的这种鼎〔１０〕。其中资兴旧市春秋墓出土

鼎（图版壹，２）与长沙金井乡发现鼎（图版壹，３）形制十分接近，而且鼎耳内壁纹饰也很接近（中

原地区鼎耳的纹饰一般位于外侧），均带有花冠、身体呈“∽”形的夔纹。无论位置还是纹样均

极富地方特色，与中原的夔纹明显有别。

总而言之，这类风格特殊的铜器，从分布地域及沿用时间上来讲，都是地方化风格突出的

铜器群。高砂脊 Ｍ１∶１８鼎与其余五件鼎，在整体造型、足部形态、分范方式方面的不同，可以

看作是晚商到周代中原风格青铜鼎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鼎的差异。

当然，在湖南地区还发现了大量典型商文化风格的晚商青铜器〔１１〕。这些铜器颈、腹纹饰

带都是多段重复的，其铸造方式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基本没有差别。从炭河里城址发现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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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望城县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
掘》，《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３４页，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炭河里遗址管理处、宁乡县文物管理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宁乡青铜器》，４页，岳麓书社，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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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芬：《株洲白关西周晚期越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第７辑，《求索》增刊，１９９９年。

袁家荣：《湘潭青山桥出土窖藏商周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第１辑，岳麓书社，１９８２年。

杨豪：《介绍广东近年发现的几件青铜器》，《考古》１９６１年第１１期。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横岭山》，１７２、１７３页、彩版９，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贺州市博物馆：《广西贺州市马东村周代墓葬》，《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

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岳麓书社，２０１３年。



器来看，与地方化风格铜器共存的还有一件中原风格浓郁的卣盖，这件卣盖上的纹饰分为四组

八块纹饰单元〔１〕。这种现象或许说明，西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器生产具有相当的复杂

性，一部分延续了中原地区晚商以来的极度化分范法，有一些延续了二里冈以来腹部三分范的

传统。这种差别究竟是人群的不同还是文化选择的差异，抑或是当地存在多个青铜器生产中

心，目前还很难回答。

二　一类纹饰特殊的青铜器

西周王朝的核心区域———周原和丰镐遗址以及平顶山应国墓地发现了一组纹饰风格较为

特殊的铜器，即丰镐遗址张家坡西周墓地 Ｍ７３〔２〕和长安普渡村长墓〔３〕所出铜鼎，周原遗

址扶风齐镇所出鼎〔４〕、岐山京当凤雏村窖藏所出 〔５〕及平顶山应国墓地所出类似纹饰风格

的铜鼎〔６〕。

张家坡 Ｍ７３所出铜鼎（图四，１），上腹所饰勾云状夔纹较为特别。中原地区，商代晚期到

西周中期铜器上的夔纹一般有细密的云雷纹衬地，如果主体纹饰平整，其上还会有细阴线纹装

饰（图五，１－３）。如果主体纹饰是凸起的弧面状的细凸线纹，则其上一般不再装饰阴线（图五，

４、５）〔７〕。而张家坡 Ｍ７３出土鼎，器腹夔纹共分三组，每组由两个头部相对的夔组成〔８〕，而且

相对的夔纹中央没有范线，由此可知鼎腹纹饰带是由三组外范加工而成。张家坡 Ｍ７３所出铜

鼎腹部的勾云状夔纹花冠朝上，而卷尾朝下，类似“∽”形，形式活泼。其主体为“∽”形的勾云

状夔纹，纹饰平整却无阴线装饰。这件铜鼎的纹饰风格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带有阴线装饰的平

面化夔纹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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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Ⅰ》（上），图１１８－１，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纹饰拓本采自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１１０－１１３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主体纹饰为弧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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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２０１０中国重要考古发现》，６９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１３６－１３７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报告中线图对夔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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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特殊纹饰青铜器

１．张家坡墓地 Ｍ７３出土鼎　２．长墓３号鼎
　

长墓中所出３号鼎，腹部也饰有勾云状

夔纹〔１〕，而夔纹花冠与尾巴均向上卷（图版

壹，４〔２〕；图六，５）。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这件

鼎颈部纹饰与上述张家坡 Ｍ７３出土鼎“∽”形

勾云状夔纹略有差别。长墓３号鼎腹部纹

饰带仅在鼎足上方相对应的位置有范线，可见

腹部纹饰带也是三块范，而且该鼎腹部正中央

用两只相对的卷体夔纹进行补白，平顶山应国

墓地 Ｍ８５〔３〕及湖南宁乡黄材〔４〕所出盉的裆

图五　典型夔纹
１－５．图片采自《商周青铜器纹饰》（３０７、３１５、３１８、３０９、３１２）

　

部也有这种夔纹补白的现象。这两件铜

盉均是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５〕。

利用小夔纹在腹部或者裆部进行补白，反

映出铜器的外范设计并不十分精准，这种

作风与中原地区流行的腹部纹饰带长度

等分的极度分范法不同，反映出外范的设

计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此外，长墓３号

鼎的鼎耳为方折状〔６〕（图四，２），也与中

原地区流行的圆形或圆角方形不同。

类似的纹饰风格还见于１９７１年在周

原扶风齐镇发现的鼎（图版壹，５）。该鼎

上腹也饰一周“∽”形勾云状夔纹（图六，４），夔纹平整，没有装饰阴线纹，而衬地的云雷纹为长

条状，与中原地区云雷纹多为方形或团状的现象明显有别。这种纹饰风格不见于周原其他青

铜器，可能有外来因素〔７〕。

从分范方式来看，齐镇鼎腹的纹饰带为三组相对的“∽”形勾云状夔纹。相对的两条夔纹，

中间没有分范，构成了一组纹饰。很明显，这件鼎腹部的纹饰带为三块范，这种作风与上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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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里遗址管理处、宁乡县文物管理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宁乡青铜器》，３０页，岳麓书社，２０１４年。

陈小三：《应国墓地新见铜盉与吴越地区西周铜器断代》，《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图片采自郭宝钧：《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图版三四，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３２２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图六　特殊夔纹的比较
１．屯溪 Ｍ３∶１１鼎耳　２．资兴旧市 Ｍ２７６∶６鼎耳　３．长沙金井乡采集鼎耳　４．齐镇鼎　５．长

墓００３鼎　６．应国墓地 Ｍ４８∶２鼎　７．应国墓地采集００７６４鼎　８．凤雏

　

家坡 Ｍ７３出土鼎以及高砂脊 Ｍ１出土的五件地方化风格铜鼎的分范方式一致，而与上述中原

地区从晚商流行的颈部极度分范法明显不同。

齐镇鼎底部有铸造留下的三组均匀套叠的三角纹（图版壹，６）。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区鲜

见，而在安徽屯溪墓地中却有两件鼎（Ｍ３∶１１、Ｍ１∶１０）底部均有这种现象。其中屯溪 Ｍ３∶

１１鼎（图版贰，１），其形制与望城高砂脊发现的土著风格铜鼎颇有近似之处，而且《屯溪土墩墓

发掘报告》中公布的该鼎腹部纹饰带拓本，正好是腹部纹饰带的三分之一，这张拓本的中央，纹

饰完整，未见分范的痕迹，而在拓本的两侧都有残留的范线痕迹。因此，这件鼎腹部的纹饰带

也是三块外范组合而成的。由此可见，这件鼎在形制和制作方法上均与高砂脊发现的地方化

风格铜鼎接近。

屯溪 Ｍ３∶１１鼎耳部内侧的纹饰（图六，１）也为“∽”形的勾云状夔纹。这种纹饰也见于上

述资兴旧市 Ｍ２７６∶６鼎、长沙金井乡采集鼎的耳部内侧（图六，２、３；图版壹，２、３）。从形制来

看，它们均是长江中下游的土著铜器。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三鼎耳部内侧纹饰，尤其是屯溪

Ｍ３∶１１鼎耳的纹饰竟与扶风齐镇鼎（图六，４）、长墓３号鼎（图六，５）、张家坡Ｍ７３出土鼎相

同。这些勾云状夔纹格极为活泼，与中原地区的夔纹全然不类，综合铜器形态、器底的范线以

及腹部纹饰带的分范方式来看，这种“∽”形的勾云状夔纹显然具有共同的文化来源。屯溪

Ｍ３∶１１等三件鼎，除了耳内侧的纹饰及腹部为三块范的分范方式与上述中原地区发现的铜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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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应国
墓地 Ｍ４８∶２鼎

鼎相似之外，它的整体形态与望城高砂脊遗址发现的那类延续时间

很长的浅腹鼎十分接近。这些因素启示我们，这种特殊的勾云状夔

纹应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地方化纹样。

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在平顶山应国墓地 Ｍ４８也有发

现〔１〕。Ｍ４８∶２鼎腹也饰“∽”形勾云状夔纹（图六，６；图七），其腹

部纹饰带的范线有三条，分别与三足相应。腹部的三组纹饰为两两

相对的夔纹，中央有鼻梁相隔，但鼻梁的正中央没有范线，因此鼎腹

纹饰带是由三块范组合而成的。这与长江中下游铜鼎的分范方式

接近。

图八　中原地区兽面纹及夔纹眼睛
１－１２．《商周青铜器纹饰》（２２３、６３、１５２、２１２、３１、

２１１、１４１、６０、２１７、３１９、３１６、２６９）

此外，岐山京当凤雏村青铜器窖藏中的一件

 〔２〕，其颈部的主体纹饰为一组风格特殊的夔

纹，夔纹身部有细阴线纹装饰（图版贰，２；图六，

８）。这组夔纹头部较圆，上、下颚卷曲明显，与中

原地区常见的夔纹风格不类，却与上述勾云状夔

纹的头部风格极为相似。该 所饰夔纹身部为

“∽”形，与齐镇鼎、平顶山鼎及张家坡鼎的勾云

状夔纹接近，只是纹饰风格较为简单。

综上，张家坡鼎、普渡村鼎、齐镇鼎、凤雏

和平顶山鼎无疑都具有长江中下游地方化风格。

其形制特征可概括如下。

第一，鼎腹圆鼓，腹最大径偏下，张家坡

Ｍ７３出土鼎甚至在下腹最大径处形成一道折

棱。

第二，张家坡鼎、平顶山鼎足部下端较细，这与周原流行的粗实柱足或蹄足的风格不同，也

是一种地方化因素。

第三，从纹饰风格看，本文所举长江中下游地方化风格的铜器除主体纹饰为平面化的勾云

状夔纹外，其眼睛均直接用阴线画成圆形，一些中央有圆点。这种作风与中原地区商至西周早

期流行的平面化的兽面纹不同，中原地区的兽面纹用边框表示眼睛的轮廓，学术界俗称为“臣

字目”。少数没有边框者，中间用一短线表示眼珠，或用眉毛来表现（图八，１－９）。到西周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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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兽面纹在中原地区不再是主流纹饰，继而兴起的各类夔纹〔１〕，眼睛也多有边框（图八，１０－

１２）。因此，眼睛表现方式也可以作为判断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的重要标志。

三　五类形制特殊的鼎

在中原地区发现有五类在形制上受到长江中下游青铜器影响的鼎，第一类是一种大口浅

腹鼎，第二类是两种束颈鼎，第三类是一种腹部有凸起条带的鼎，第四类是一种垂腹鼎，第五类

是浅腹矮足鼎。

（一）大口浅腹鼎

上文已述，望城高砂脊墓出土的地方化风格铜器还见于宁乡炭河里、湘潭青山桥等地，在

偏北的区域也有这类铜鼎分布。

平顶山应国墓地采集到一件鼎（编号００７６４），鼎壁轻薄（图版贰，３）〔２〕。其风格与中原地

区西周早期铜鼎风格不同。该鼎微束颈，扁腹，口径明显大于腹深，鼎足细长，上端膨大、饰兽

面，足内侧为平面。这些特征均与望城高砂脊地方化风格铜鼎十分接近。这类鼎应是由望城

高砂脊铜鼎发展而来的〔３〕，只是该鼎颈部夔纹与中原地区夔纹整体风格十分接近。从铜鼎的

分范方式、足部形态及夔纹眼睛的表现方式来看，这件鼎与中原地区铜鼎还存在差异。如该鼎

在两条夔纹相对的地方是完整的云雷地纹（图六，７），而不像中原地区是在两条夔纹相对的地

方多是范线或者扉棱。结合纹饰拓本可知，这件鼎腹部的纹饰带，是由三块与鼎足相对应的外

范铸造而成的，与望城高砂脊地方化风格铜鼎以及上文分析的扶风齐镇鼎、张家坡长墓３号

鼎、应国墓地 Ｍ４８∶２鼎的分范方式一致。

应国墓地 Ｍ２４２中也发现一件鼎（Ｍ２４２∶１３），器身光素，呈扁圆状，口径明显大于腹深，

柱足内侧也为平面状（图九，１）〔４〕。这些特征无疑与望城高砂脊遗址地方化风格铜鼎近似。

因此，该鼎也有长江中下游地区风格。

在更北的地区也有这种类型的铜鼎分布。晋南曲村墓地 Ｍ６０８１出土一对南宫姬鼎，鼎身

扁圆，口径明显大于腹深（图九，２）〔５〕，形制上显然与望城高砂脊遗址发现的地方化风格的器

物有联系。需要提及的是，在叶家山 Ｍ１中曾经发现一件形制极为特殊的小鼎（图版贰，

４）〔６〕，腹部扁圆，显然也和高砂脊遗存有密切的关系，只是颈部的纹饰带为中原地区常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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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早期末叶到西周中期流行的大鸟纹，眼睛一般是圆形。多少有写实的特征，与兽面纹的眼睛作风应该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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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大口浅腹鼎
１．应国墓地 Ｍ２４２∶１３　２．曲村墓地 Ｍ６３８４∶９　３．传出洛阳鼎　４．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藏鼎

　

首双身夔纹。从整体形态来看，这件鼎兼具中原与长江中下游两种因素。

孙海波编纂的《河南吉金图志稿》中著录了一件传出洛阳的夔纹鼎〔１〕（图九，３），林巳奈

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中还著录了一件收藏在普林斯顿大学艺术

馆的铜鼎〔２〕（图九，４）。这两件鼎的整体形制、足部形态均与高砂脊 Ｍ１发现的地方化风格铜

鼎接近，而且两件铜鼎腹部的夔纹眼睛均直接用圆圈表现，也应是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

器，年代大约在西周早、中期。

综合来看，第一类鼎整体造型及纹饰风格与上述分析的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一类纹饰

特殊的铜器群相同。鉴于在湖南宁乡炭河里及望城高砂脊等地均有这种大口浅腹铜鼎及陶

鼎，因此，湖南北部的沿江地区大概是这种类型铜鼎的原产地。

（二）束颈鼎

束颈鼎依足部形态，可分二种。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看中原地区晚商到西周早期

流行的束颈鼎。

殷墟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束颈鼎数量并不多。根据岳洪彬对２００１年之前殷墟发掘材料

的统计〔３〕，一百三十三件圆鼎中，束颈鼎的数量总共有七件〔４〕。其中有二件（岳洪彬所谓的

甲ＢｂⅠ式鼎和甲ＣａⅠ式鼎各１件），颈部转折明显（图一〇，１、２），在岳洪彬的分期中相当于

殷墟二期早段，这种转折明显的铜鼎并没有延续下来；从殷墟二期晚段到殷墟四期，中原地区

流行的束颈鼎是一种颈部没有明显转折，呈慢坡状的束颈鼎（图一〇，３－５）。西周早期之后，

这种颈部为慢坡状的束颈鼎就不流行了。

１．第一种束颈鼎　足部细瘦，在湖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均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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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〇　殷墟出土束颈鼎
１．殷墟ＹＭ３３１∶Ｒ２０５１　２．殷墟ＹＭ３３１∶Ｒ２０５０　３．ＨＰＫＭ１４３５出土　４．武官 Ｍ２２９∶３　５．武官ＧＭ８７４∶９

　

图一一　窃曲纹
１．万城北子鼎　２．应国墓地 Ｍ８５∶１４鼎

　

首先看湖北江陵万城发现的北子鼎。该鼎颈部饰变形窃曲纹（图版贰，５）〔１〕。林巳奈夫

指出，这是一件具有地方化风格的铜鼎〔２〕。与万城北子鼎最为接近的铜器，是平顶山应国墓

地 Ｍ８５∶１４鼎（图版贰，６）。

这两件鼎共同的特征是鼓腹下垂、束颈、颈饰两周凸弦纹。这两件鼎的颈部纹饰接近，这

些特征与中原地区的窃曲纹相似。两件鼎腹部纹饰带由三组相对的窃曲纹组成，在每组窃曲

纹的中央，可以看到模仿中原地区扉棱及扉棱两侧鼻梁形饰的一组纹饰〔３〕，其中万城北子鼎

可以看到一处（图一一，１），平顶山 Ｍ８５∶１４鼎可以看到两处（图一一，２）。这类纹饰显然是对

中原地区扉棱两侧鼻梁形饰的模仿，而且有所变异。这种纹饰还见于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

周墓出土的铜鼎上〔４〕。所以，这种窃曲纹及变异的鼻梁形饰也可能是具有长江中下游地区风

格的一类纹饰。

相似的器物在山东黄县庄头村西周中期墓中也曾发现〔５〕。黄县发现的束颈鼎，颈部饰窃

曲纹（图一二，１），共出的有一对熊奚作宝壶和一对饰大鸟纹的芮公方座簋。该墓年代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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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二　束颈鼎
１．黄县庄头鼎　２．１９５４普渡村 Ｍ２∶２４鼎　３－４．曲村墓地（Ｍ６３８４∶９、Ｍ５１８９∶２）

　

西周中期偏早阶段。黄县位于胶东半岛，且该墓发现铜器来源复杂，出现背景尚不能详知。但

这件铜鼎无论形制还是颈部的纹饰，均和万城鼎及应国墓地 Ｍ８５∶１４鼎相似。

此外，同类型的鼎在天马—曲村墓地也有发现。曲村墓地 Ｍ６３８４发现的束颈鼎（图一二，

３），腹部转折明显，颈、腹有四周凸弦纹〔１〕，该墓出土器物背景复杂，有一件晚商铜簋，还有一

件不对称形铜钺和一件形制奇特的铜矛。不对称形铜钺可能和南方有联系〔２〕。报告认为，这

座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早。另一件出自曲村墓地 Ｍ５１８９中（图一二，４），该鼎颈部饰

一周方格纹〔３〕。报告中将这座墓葬定在了西周最晚期〔４〕。这件鼎腹部的纹饰为方格纹，与

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的铜器及几何印纹陶上的纹饰接近〔５〕。陕西历史博物馆也藏有一件束

颈鼎，其腹部转折明显，颈部饰夔纹〔６〕。从鼎足形态及颈部装饰的夔纹来看，这件鼎的年代大

致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晚到西周晚期。

春秋早期，这类束颈鼎主要见于山东南部和中部。临沭黄庄发现一件这种类型的鼎〔７〕。

枣庄小邾国墓地 Ｍ２、Ｍ３中均发现有这种束颈鼎，其中 Ｍ２中发现四件同类型的有盖鼎，Ｍ３

发现三件同类型的鼎（图版叁，１）。Ｍ２为邾庆墓，Ｍ３为其夫人秦妊〔８〕。此外，在临朐泉头村

墓乙中也发现一件这种风格的鼎〔９〕。这些鼎足部形态、器身造型与西周早、中期的湖北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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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城鼎以及应国墓地 Ｍ８５出土鼎十分接近。尤其是小邾国墓地发现鼎，颈部纹饰与上述西周

时期的小邾国铜鼎近同。东周时期，这种类型的鼎极少见，目前仅在山东地区有分布。这种鼎

的出现是传统因素的流传，还是一种复古现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至于这类铜鼎的来源，湖北北部江陵万城发现铜鼎年代最早，可能是本地因素。山东地区

出现的这类鼎，可能也和长江中游地区相关。另外一种可能是，江陵万城铜鼎和山东地区所见

鼎，都是受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出现的。只是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未见到十分接近的器

物。

山东地区、曲村墓地 Ｍ５１８９发现铜鼎鼎足粗壮，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流行的

鼎足风格接近。其余年代较早的鼎，鼎足普遍偏细，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尖锥状足，如万

城、应国墓地 Ｍ８５出土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鼎也可归入这种类型。一类是兽蹄状足，如曲村

Ｍ６３８４∶９鼎。但总的来说，鼎足普遍偏细是比较典型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风格。

２．第二种束颈鼎　长安普渡村长墓中３号鼎，颈部饰特殊的勾云状夔纹为典型的长江

中下游风格铜器。该墓所出２号铜鼎（图版叁，２），束颈，颈饰窃曲纹〔１〕。同类的鼎在１９５３年

普渡村 Ｍ２中也有发现（图一二，２）〔２〕，该墓所出尊和簋是非常典型的西周早期青铜器，而同

出的爵和鬲，年代明显偏晚。这表明该墓随葬铜器的来源比较复杂。长墓２号鼎及普渡村

Ｍ２∶２４鼎，整体形态、颈部纹饰都与北子鼎以及应国墓地 Ｍ８５∶１４鼎接近，但两鼎器体厚

重，做工精致，又与长墓２号鼎及普渡村 Ｍ２∶２４鼎不同。它们浑厚的造型、粗壮的鼎足，与

中原地区的铜器风格相似。因此，这两件鼎应是中原地区对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仿制。

赛克勒收藏的西周青铜器中也有两件束颈鼎，其中一件颈饰顾首夔纹（图版叁，４），另一件

颈饰细夔纹（图版叁，３）〔３〕。这两件鼎与普渡村发现两件鼎近似。

以上四件束颈鼎柱足粗壮，应是在中原地区生产的，只是束颈及颈部的窃曲纹显然受到了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影响。

综上，这两种束颈鼎年代较早者束颈转折明显，如北子鼎、应国墓地 Ｍ８５∶１４鼎以及黄县

庄头鼎，它们从形态到纹饰均十分接近，显示了共同的文化来源。转折明显的束颈以及尖锥状

的鼎足，这些特征均不是中原地区固有的传统。中原地区发现的这类束颈鼎在西周中晚期颈

部收束部分变长，纹饰也发生了变化，而且个别铜器的足部特征也出现中原地区流行的粗壮兽

蹄足。春秋早期，这种束颈鼎目前仅见于山东地区。

西周中期中原地区也可以见到模仿这种束颈鼎的器物。如长安普渡村出土的两件鼎，粗

壮的足部和中原的铜鼎相似。同时也存在颈部纹饰和鼎足形态中原化的例子，如赛克勒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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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两件鼎。

（三）腹部有凸起条带的鼎

目前所见这种鼎共三件，其整体形态与束颈鼎较类似。两者最大的差别是，鼎腹外壁有一

周带状隆起且上下各有一周凸弦纹，壁内凹。一件出土于平顶山应国墓地 Ｍ８４（图版叁，

５）〔１〕，一件出于湖北枣阳吉河（图版叁，６）〔２〕。还有一件出自河南驻马店遂平沈寨乡〔３〕。除

枣阳吉河鼎隆起的条带为素带外，其余两件鼎隆起的条带上饰交错的斜角云纹。

这三件鼎除了总体形制接近外，足部均上端略大、内侧为平面，鼎耳均为索状，也是其突

出的特征。应国墓地 Ｍ８４出土鼎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中期偏晚阶段，遂平沈寨乡鼎以及枣

阳吉河鼎的年代应大约与此相当。

从分布地域来看，枣阳位置略靠南，平顶山位置靠北，驻马店位置居于两者之间。鉴于这

种鼎特殊的形制、稀少的数量以及分布地域的相对集中，或可认为这种鼎是这一地域内的土著

风格铜器。分布相对靠北的平顶山应国墓地出现的这种鼎，可能是受到邻近或偏南地区土著

文化的影响出现的。如果结合第一种类型束颈鼎来看，这两类束颈鼎的来源和产地，似乎可能

在河南南部或湖北北部这一地域内。

（四）垂腹鼎

垂腹鼎根据其腹部特征，又可细分为二种，一种是具有浑圆的垂腹，一种是垂腹下出现了

明显的折棱。

１．浑圆状垂腹鼎　这类鼎目前在中原地区可以确定的有二件。一件是长墓６号

鼎〔４〕，另一件是曲村墓地 Ｍ７１１３出土鼎〔５〕。长墓６号鼎，颈部纹饰带为三组鸟纹〔６〕（图

一三，１）。从形制来看，鼎足上端较粗，下端较细，且内侧为平面。纹饰有三个特点，一是鸟纹

的样式在中原地区很少见；二是在两组鸟纹相对之处是一种变形的鼻梁形纹饰；三是衬地的云

雷纹风格涣散，也和中原地区严谨的风格有别。

曲村 Ｍ７１１３∶５鼎，颈部纹饰带为三组变形的鸟纹（图一三，２）。从形制来看，鼎足上端较

粗，下端较细，内侧为平面。从纹饰来看，这件鼎的纹饰非常浅，从纹饰的尾部可以看出，本来

要表现的是鸟纹，但鸟纹的头部又十分抽象，与中原地区写实的风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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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垂腹鼎
１．长墓６号鼎　２．曲村墓地 Ｍ７１１３∶５鼎　３．大港母子墩鼎

　

与上述两鼎风格接近的是长江下游丹徒大港母子墩出土的云形鸟纹鼎〔１〕以及溧水乌山一号

墓发现的鼎〔２〕。大港母子墩中出土的铜鼎共二件，形制近同，纹饰有别，两件鼎均为垂腹鼎。

其中的云形鸟纹鼎，颈饰一周粗线条的变形鸟纹，两组鸟纹相对处也有变异的鼻梁形饰。此

外，鼎足上端较粗，下端细瘦，内侧也为平面（图一三，３；图版肆，１）〔３〕。这件鼎一耳与一足相

对，耳足为四点式配列，中原地区这种耳足组合方式主要流行在殷墟一期之前、殷墟二期之后，

铜鼎的耳足一般是五点式配列。因此，从形制、纹饰及鼎足配置方式来看，其制作地应在丹徒

一带。

溧水乌山一号墓所出垂腹鼎，腹饰线条较细的变形鸟纹，鸟纹用细阴线勾勒（图版肆，

２）〔４〕。鼎腹倾垂，足部上端较大、下端较细，内侧为平面。从形制及纹饰来看，此鼎也是在溧

水当地制造的产品。

四件垂腹鼎在形制及纹饰细节上也有很多共性。首先，上述四件鼎颈部纹饰带中央均有

变异的鼻梁形饰。相对而言，曲村 Ｍ７１１３出土鼎的鼻梁形饰相对简洁，其余三鼎相对繁复。

此外，第一类束颈鼎中的江陵万城北子鼎和平顶山应国墓地 Ｍ８５∶１４鼎也有变异的鼻梁形

饰，而且腹部倾垂，与这类垂腹鼎十分接近。由此可见，这种变异的鼻梁形饰也是长江中下游

地区铜鼎上特有的现象，是对中原地区标准鼻梁形饰模仿变异的结果。

再从器身的鸟纹来看，除长墓６号鼎有完整的鸟纹之外，其余三件鼎的鸟纹均不表现头

部。这种作风与中原地区大异其趣。从丹徒大港母子墩发现的鼎来看，这种过度减省鸟头的

纹饰可能是长江中下游特殊的纹饰。溧水乌山一号墓鼎没有表现鸟头，而且已经完全用细凸

线表现鸟纹。这种用细凸线来构图，可能是受到当地印纹硬陶或原始瓷器纹饰表现手法的影

响。曲村 Ｍ７１１３出土鼎从纹饰带的尾部看，原本应表现的是鸟纹，也未突出鸟头，再结合该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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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四　１９６４年张家坡西周墓出土鼎
１．５号鼎　２．６号鼎　３．７号鼎

　

的整体造型以及变异的鼻梁形饰来看，这件鼎应是一件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长墓

６号鼎虽然有完整的鸟身，但这种尾部方折卷曲的鸟纹在中原地区也极为少见〔１〕。这些鼎腹

部纹饰带均为腹身和鼎足相连的三块范铸造而成的，其分范方式也和长江中下游流行的三分

范一致。综合这些鼎的整体造型、纹饰风格以及铸造方式，可以判定长墓６号鼎、曲村

Ｍ７１１３鼎均是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

２．下腹有折棱的垂腹鼎　１９６４年，在沣西张家坡村东北清理了一座残墓，其中发现有鼎、

、壶等铜器〔２〕，其中的三件铜鼎（编号５－７号）颇有特色。

张家坡所出５号鼎鼎足为尖锥状（图一四，１），足部特征与万城北子鼎这类具有长江中下

游风格的铜器相似。其颈部纹饰为“∽”形的顾首夔纹。垂腹，腹部出现一周明显的折棱。这

些特征均和中原的铜鼎不同，而安徽舒城〔３〕、无为〔４〕、巢湖〔５〕、铜陵〔６〕、芜湖〔７〕等地区都曾

征集到这种形制的鼎（图版肆，３－５），安徽所见的这类鼎，年代最早的可到西周中期，年代较晚

者已到春秋中期，可见这种类型的鼎在当地延续时间之长。６号鼎束颈，下腹圆鼓，饰中原地

区典型的窃曲纹（图一四，２），与万城北子鼎的纹饰一脉相承。这件鼎的鼎足纤细，与第一类大

口浅腹鼎的足部特征接近，颈部微束也与第二类束颈鼎的特征接近，因此这件鼎也应是受长江

中下游铜器风格的影响。故而，张家坡西周墓发现的５号、６号两件铜鼎均是具有长江中下游

风格的铜器。

不唯如此，个体较大的７号鼎（图一四，３），其铭文为“繇〔８〕侯获巢，俘厥金胄，用作旅鼎”，

其年代属于西周初期。繇可能就是《路史·国名纪》中的谣，为偃姓国，与同宗的群舒之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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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五　浅腹矮足鼎
１．张家坡 Ｍ２５３∶４鼎　２．平顶山 Ｍ８５∶１４鼎　３．西南呈 Ｍ６∶４鼎

　

恶，在伐巢之役中有所俘获，可见繇国与巢距离不远〔１〕。这种个体较大，周身素面，仅在颈部

有一周凸弦纹的铜鼎，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数量很少。相反，在长江下游的宁镇地区则多有发

现，如仪征破山口〔２〕、丹阳司徒砖瓦厂〔３〕。此外，该鼎铭文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巢国相关，而且

５号垂腹鼎鼎腹出现折棱，也与安徽地区的铜器有联系。

此外，这组鼎都经过一定程度的修补。“５号鼎是将破裂口的内外贴上两叶铜片，再用一

枚或数枚铆钉牢固地卡着”。“７号大鼎是用合范灌补的，鼎的破裂口相当大，补痕长２２．４、宽

１５．３－２３．８厘米”。这些特征，显然也和中原地区铜器明显不同。

张家坡西周墓的三件铜鼎均显示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联系。大量与长江中游相关的铜

器集中出现在这座残墓中，只是该墓被扰乱，我们难以再细究其出现的文化背景了。

（五）浅腹矮足鼎

这类铜鼎见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Ｍ２５３∶４鼎（图一五，１）、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Ｍ８５∶

１４鼎（图一五，２）、山西长子西南呈 Ｍ６∶４鼎〔４〕（图一五，３）三鼎鼎腹较浅，足部矮短细瘦，这

些特征均与中原地区的铜器不类。

在驻马店市博物馆收藏一件出自西平县谭店乡李村的一件青铜鼎。这件鼎腹部形态与上

述三件鼎极为相似，甚至颈部的纹饰也完全相同。不同的是，这件鼎的鼎足更为矮短〔５〕。而

这种矮短的鼎足，大量见于江苏丹阳司徒砖瓦厂发现的多件铜鼎上（图版肆，６）〔６〕。这种现象

反映出在长江下游以及邻近地区，这种鼎足矮短的铜鼎确有一定的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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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８月笔者参观驻马店市博物馆所见。

镇江市博物馆、丹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８期。图版采自杨正宏、肖
梦龙主编：《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６４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这四件鼎除了浅腹、矮足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颈部的纹饰都很接近，均是彻底线

条化的“∽”形纹饰。

四　燕尾式矛与甬钟

中原地区所见燕尾式矛以及甬钟的出现和流行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密切的关系。

（一）燕尾式矛

张家坡墓地还发现两件矛，銎尾为分叉燕尾式〔１〕。这种铜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较流行。

图一六　铜矛
１－４．张家坡墓地（Ｍ３１５∶３、Ｍ１５２∶１２１、Ｍ２５８∶７、Ｍ１５２∶１２０）　５．南京采集　６、７．丹徒母子墩

　

张家坡 Ｍ１５２∶１２０矛（图一六，４），矛叶形态特殊，可与其勉强比较的是在南京采集的一

件铜矛（图一六，５）〔２〕，年代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３〕。这件矛銎尾为分叉的燕尾，与丹徒母

子墩西周墓出土的铜矛尾部接近〔４〕（图一六，６、７）。

张家坡 Ｍ２５８∶７矛（图一六，３），则显示了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因素的融合。

该矛叶部形态与中原地区的铜矛很接近，而且 上有两个用以捆绑铜矛的环耳，这是中原地区

十分流行的式样，如张家坡墓地 Ｍ３１５∶３矛及 Ｍ１５２∶１２１矛（图一六，１、２）；而长江中下游地

区，一般是在 上有两个相对的穿孔，用来插入销钉（图一六，６、７），直到东周时期长江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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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图１３４、１２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李蔚然：《南京发现周代青铜器》，《考古》１９６０年第６期；肖梦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肖梦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管会：《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５期。



地区仍然流行这种式样的铜矛。这种差别显示出两地的文化传统并不相同。张家坡 Ｍ２５８∶

７矛的燕尾较短，銎口剖面为菱形，銎部风格与长江中下游铜矛的风格接近，如在丹徒母子墩

出土的铜矛中即有一件銎孔剖面为菱形（图一六，７）。总之，张家坡墓地 Ｍ２５８∶７铜矛叶及

身的两个穿孔显示出具有中原地区风格，但銎孔剖面及燕尾的风格又具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作风，显示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二）甬钟

关于甬钟的起源和发展，学术界的意见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认为起源于中原地区〔１〕；第二

种认为源自南方〔２〕；第三种认为甬钟是在北方编铙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方地区铙的特征出现

的〔３〕。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以往研究甬钟起源，最早的例子是宝鸡竹园沟墓地 Ｍ７出土的三件甬钟〔４〕，近年在湖北

随州叶家山墓地 Ｍ１１１中发现了四件甬钟和一件钟，墓葬年代非常明确，可以早到西周早

期〔５〕。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甬钟资料，其地理位置已在长江中游。

关于甬钟的起源，我们还是需要从钟体来讨论。目前所见的年代较早的甬钟材料，如叶家

山 Ｍ１１１∶８、１３两件编钟的边栏均为细凸线和中央带有圆点的连珠纹，篆带上是极细的凸线

纹，这种极细的纹样在中原地区很少见（图版伍，１）。中央带有圆点的连珠纹是长江中下游周

代铜器上常见的装饰〔６〕。竹园沟 Ｍ７∶１１、１２两件甬钟的篆带上也饰极细的凸线纹〔７〕（图版

伍，２），而晚商到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上很少见到这种纹饰。但在中原地区发现的甬钟

上，这种极细的凸线纹流行的时间却非常长，直到西周中期偏晚到西周中晚期之际才逐步消

失，被典型的中原风格的窃曲纹、重环纹取代，同时长篇铭文开始在甬钟上流行。

庄白一号窖藏中的Ⅰ式钟，纹饰仍为细凸线，乳丁纹中央带有圆点（图版伍，３）。Ⅱ式钟上

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篆带、正鼓等部位的纹饰变为中原常见的平面化风格，但篆带上的纹样仍

保持了西周早期细凸线纹的样子〔８〕（图版伍，４）。到西周晚期周厉王五祀钟的篆带上〔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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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第２辑，岳麓书社，１９８４年；殷玮璋、曹淑琴：《长江流域早期
甬钟的形态学分析》，《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高西省：《南北甬钟之关系及南北文化交流之检讨》，
《东南文化》１９９１年第５期；施劲松：《我国南方出土铜铙及甬钟研究》，《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１０期；曹玮：《西周前期南北
方钟的比较与北传路线》，《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林巳奈夫：《关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若干问题》，《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图版采自山西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凤鸣岐山》，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７８年第３期；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
器》第４卷，７９０、７９７页，巴蜀书社，２００５年。

冀东山主编：《神韵与辉煌》（青铜器卷），７９号，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纹饰也为平面化，但整体形态仍与细凸线纹相似；年代相近的柞钟〔１〕，篆带上的纹饰已经彻底

中原化，是主体纹饰上带有阴线装饰的夔纹。篆带纹饰的这种变化显示出甬钟的风格逐步与

中原地区青铜器接近的过程。

编钟的使用者地位较高〔２〕，从铜器铭文制作的角度看，在平面上制作铭文相对容易。甬

钟的钲、鼓等部位均是面积较大的平面，而这些位置长期没有铭文，直到西周中晚之际，才出现

铸造的铭文。上述Ⅰ式钟钲部铭文冲破上边的边框，Ⅱ式钟钲部铭文则规矩地位于边框

内，而且钲部铭文位于边框内逐步固定化。因此，铭文从无到有，再到位置逐步固定，也经过了

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恰与编钟的纹饰逐步中原化同步。

甬钟纹饰的逐步中原化，长篇铭文从无到有，而且位置逐步固定，均表现出编钟逐渐与中

原地区青铜器风格接近。这种平行渐变的演化可作为编钟外来的证据。形态原始的编钟的细

阳线纹及中央带有圆点的连珠纹则显示出，这些铜器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直接的联系。

五　春秋早期相关的鼎和盘

中原地区带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春秋早期铜器集中出现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

器类主要是鼎和盘。

（一）鼎

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有二件形制特殊的垂腹鼎，分别是 Ｍ１７１５∶２、Ｍ１８１９∶６〔３〕。

春秋早期，中原地区流行的铜鼎与西周晚期有密切的承袭关系，一类是延续了像四十二

年、四十三年鼎这类鼎〔４〕，浅腹，底部宽缓，鼎身一般带有纹饰；另一类是延续了像西周晚期

毛公鼎这种类型的鼎〔５〕，圜底，一般多为素面或颈部有一道重环纹。春秋早期的铜鼎大体流

行这两种类型，和西周晚期流行的这两类鼎相比，只是腹部变得更浅〔６〕。上村岭墓地发现的

这三件鼎显然与春秋早期中原地区流行的铜鼎不类。

上村岭 Ｍ１７１５∶２鼎腹倾垂，兽蹄足，足部上端有明显的装饰，可能为凸起的兽面。颈部

饰一周极富特色的夔纹———主体纹饰的周缘均用阴线勾勒（图一七，１）。这种做法与中原地区

—５９１—

陈小三：长江中下游周代前期青铜器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３年；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

第１卷，巴蜀书社，２００５年；冀东山主编：《神韵与辉煌》（青铜器卷），８０号，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常怀颖：《西周时期钟组合与器主身份、等级研究》，《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图版１３、５８，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

杨家村联合考古队：《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６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
考古研究所、眉县文化馆：《吉金铸华章》，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５卷，图版３６，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吉川弘文馆，１９８４年；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图一七　春秋早期的垂腹鼎
１、２．上村岭（Ｍ１７１５∶２、Ｍ１８１９∶６）　３．鲁故城 Ｍ２３∶１

　
用阴线在主体纹饰的中央装饰的作风截然不同，而和江淮地区尤其是皖南〔１〕及安徽的江

淮〔２〕地区发现的铜器风格极为相似，应是受到江淮地区的影响而出现的。在器型上与这件鼎

接近的器物有皖南铜陵顺安和南陵格林千峰山出土的鼎〔３〕，以及屯溪 Ｍ１∶８２鼎〔４〕。上村

岭 Ｍ１８１９∶６鼎腹圆鼓，腹饰相对的斜角云纹（图一七，２）。这种纹饰在中原地区及江淮地区

均有发现，但鼎足为尖锥状，显然不是中原地区固有的传统，而与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鼎

接近。上村岭 Ｍ１７１５∶２鼎足上端有明显的凸起，同样的现象还见于舒城五里村鼎（图版肆，

３），这与中原地区鼎足上端的兽面纹风格不同。宜昌万福垴发现的一件西周中期铜鼎，鼎足的

兽面设计很特殊，整体呈起伏状，而且兽角与鼎腹下部相连（图版伍，６）〔５〕。很明显，上村岭

Ｍ１７１５∶２鼎及五里村鼎足部上端的凸起是万福垴这类鼎足上端起伏状兽面的简化表现。

（二）盘

上村岭虢国墓地还发现了二件纹饰风格特殊的铜盘，分别是Ｍ１７６１∶２和Ｍ１７４４∶１。其

中 Ｍ１７６１∶２，林巳奈夫已经指出这是一件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盘〔６〕。Ｍ１７４４∶１铜盘，

外壁光素，内壁上饰一周鱼纹，内底正中为一条蟠蛇纹，蛇首较小，留白的位置均用卷云纹补

白，卷云纹上均用双钩的阴线描绘轮廓（图一八）〔７〕。这与长江中下游春秋时期铜器上的纹饰

接近。

中原地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铜盘内壁一般光素，不带繁缛的纹饰，圈足宽大、低矮，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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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八　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铜盘（Ｍ１７４４∶１）

　

般带有纹饰，一些盘的圈足下还带有三个小的支脚〔１〕。像上述铜盘这样，内壁布满纹饰，圈足

相对细高，且有铸造留下的小孔的铜盘则广泛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种类型的铜盘在河南

南部（南阳、信阳）以及湖北、安徽均有分布，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兼具中原及长江中下

游特征，一类是典型的长江中下游风格铜盘，兼具中原及长江中下游特征的铜盘。

１９７９年，在河南信阳潢川新砦村发现一批春秋早期偏晚铜器〔２〕。其中铜盘的整体造型

与中原地区的铜盘接近，但纹饰风格十分特殊，盘腹和圈足分别饰窃曲纹和垂鳞纹，盘内底外

围饰四组“∽”形的双首夔纹，中央为两条蟠结在一起的龙纹，其中一条主体纹饰上有双钩的阴

线，另一条的阴线装饰则为“Ｆ”形的纹饰（图版陆，１、２）。这种“Ｆ”形的纹饰，在西周时期的长

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上就是一种常见的纹饰，可见这件盘的造型和纹饰已经将中原地区和长

江中下游两类因素结合在一起了。

此外，郎剑锋指出，与铜盘共出的方彝是一件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３〕；同出的鼎鼎

耳外侧有两列阴线与两列粟点纹相间；同出的罍，器体浑圆，颈部极矮，通体光素，均是典型的

长江中下游地区风格的春秋铜器。

１９８１年南阳的一座残墓中出土一组铜器〔４〕，其中的盘，情形与上述潢川铜盘近似。其整

体形制与中原地区铜盘相似，而纹饰风格却具有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特征。

典型的长江中下游风格铜盘，１９７７年在湖北枣阳资山出土一件。此盘圈足较高，外腹

饰斜角云纹，在内底饰细瘦蛇纹，留白使用卷体夔纹填补，夔纹轮廓用双阴线勾勒 （图版陆，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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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盘５６－６４，吉川弘文馆，１９８４年。

郑杰祥、张亚夫：《河南潢川县发现一批青铜器》，《文物》１９７９年第９期。铜盘图片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７卷，１１１、１１２号，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郎剑锋：《吴越青铜器拾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２０１５年第７期。

崔庆明：《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中原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图一九　铜盘
１．枣阳曹门湾 Ｍ４３∶１盘　２．繁昌汤家山盘

　

４）〔１〕。枣阳郭家庙曹门湾墓区

Ｍ４３出土一件盘。该盘圈足光素

且有芯孔，内壁也有眼睛为圆形的

盘龙纹（图一九，１）〔２〕，也是一件典

型的长江中下游风格铜盘。

同样风格的铜盘在皖南青阳庙

前汪村〔３〕、繁昌汤家山〔４〕均有发

现，这是目前所见这类铜盘最靠南

的分布点。汪村铜盘的作风比较粗

糙。汤家山铜盘通高１８厘米（图一

九，２），盘颈部及圈足均饰“∽”形顾

首夔纹，内壁上端饰一周鱼纹，盘底中央有一蟠曲的动物纹，该动物躯干很大，头部极小。因

此，在头部两侧又用卷体夔纹补白。这种纹饰风格与中原地区的纹饰特点完全不同。

中原地区发现的这些具有长江流域文化因素的春秋早期铜器主要集中于两类器物，一种

是铜鼎，出土地点非常集中，均在上村岭虢国墓地。通过器物比较，我们可知，这些铜器的文化

来源多与江淮地区相关。另外一类铜盘，从装饰风格来看，也和江淮或皖南地区有密切的联

系。这些器物在上村岭墓地集中出土，可能反映了当时人群的流动。

类似上述分析的鼎和盘在山东地区也有分布。曲阜鲁故城 Ｍ２３∶１鼎（图一七，３）〔５〕与

上述上村岭墓地的两件鼎整体形制接近。山东东南的临沂中洽沟出土的铜盘〔６〕，林巳奈夫先

生已经指出也是一件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７〕。此外在靠北的泰安肥城小王庄也发现

有这种风格的铜盘（图版陆，５、６）〔８〕，在更北的海阳尚都村发现一件盘，也是这种风格〔９〕。山

东地区的这些器物显然也与江淮地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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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汤汤———湖北出土商周文物》，１２０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２０１５年。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枣阳郭家庙曹门湾墓区（２０１５）Ｍ４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２０１６
年第５期。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图版６０，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繁昌县文化馆：《安徽繁昌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１２期。图像参看安徽大学、安
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图版６１，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县文管会：《曲阜鲁国故城》，图版７４－１，齐鲁书社，１９８２
年。

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中洽沟发现三座周墓》，《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８期。

林巳奈夫：《关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若干问题》，《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５期。图版采自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藏珍
·青铜器卷》，图３１，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３５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５９年。



六　铜器纹饰方面的证据

纹饰与器物密不可分，既然在中原地区能见到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那么纹饰方面

也应有所反映。

西周中期偏晚阶段，中原地区青铜器的风格发生了巨变，之前流行的兽面纹、凤鸟纹等占

主导地位的纹饰消失，纹饰朝向简朴化的方向发展，兴起了顾首夔纹、窃曲纹、重环纹、波曲纹

及瓦棱纹等纹饰。其中顾首夔纹和一部分窃曲纹的兴起，可能也和长江中游地区存在联系。

图二〇　“∽”形的夔纹演化序列
１．《商周青铜器纹饰》３０７号　２．扶风齐镇鼎　３．平顶山７６４号鼎　４．岐山凤雏村出土
５．１９６４年张家坡西周墓出土５号鼎　６．平顶山 Ｍ８５出土鼎　７．繁昌汤家山出土铜盘

（一）顾首夔纹

顾首夔纹是西周青铜鼎上非常流行的纹样，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种纹样的来源并不清楚，

这种顾首夔纹显然不宜理解为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流行的流线形夔纹的直接演化。如果考虑

到身体呈“∽”且带有花冠的一组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铜器群的存在，那么我们将西周中期流

行的顾首夔纹看作是中原地区流行的流线形夔纹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形夔纹共同作用的

结果，那这种解释从形态演化上可能更为合理。

中原地区发现的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数量不是很多，但有不少纹饰即是简化的身体呈

“∽”形的夔纹，甚至在河南潢川番伯盘、湖北枣阳资山及曹门湾盘上也有这种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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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一　长墓铜器所见窃曲纹
１－３．连体状（盘、盉、簋）　４．解散状（２号鼎）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汤家山铜盘圈足上就是顾首夔纹，与中原地区西周中期铜器上的顾首

夔纹很接近，但盘外壁的纹饰尾部十分特殊，为歧尾，显然与西周时期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

“∽”形纹饰（图二〇，２）有演化关系。

有鉴于此，尤其是凤雏铜 上的夔纹表现出的过渡性，笔者设想，这种“∽”形的夔纹可能

是中原地区夔纹（图二〇，１）与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夔纹相互融合之后，首先产生了两类纹

饰。第一类如平顶山采集的７６４号鼎的纹饰（图二〇，３），保留中原地区的因素多一些，但地纹

风格及眼睛的表现方式均不是中原地区的特征；第二类如张家坡西周墓５号鼎及凤雏铜 （图

二〇，４），这种风格的纹饰整体呈“∽”形，与长江中下游风格纹饰的相似程度高一些。第二类

纹饰继续省减，就出现了平顶山 Ｍ８５鼎这种纹饰。

（二）窃曲纹

窃曲纹已有很多学者研究，其中彭裕商的分类最为扼要，他将窃曲纹分为两大类，甲类兽

目与其他线条相分离（本文称为解散状窃曲纹），乙类兽目在线条之中或与线条相连属（本文称

为连体状窃曲纹），甲类源自兽面纹，乙类来自夔纹〔１〕。笔者基本同意彭先生的观点，只以共

存关系明确的长安普渡村长墓进行分析〔２〕。

长墓的年代相当于恭王时期，从簋、盘、盉的拓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器物所饰窃曲纹

形态接近，左右两个朝向一致的夔纹首尾相连（图二一，１－３），形态上保持了较多夔纹的特点，

已经出现了完整的窃曲纹图样，只是结构复杂，没有连体窃曲纹简洁。因此，彭裕商认为这类

“兽目在线条之中或与线条相连属”的纹饰源自夔纹是可信的。

长墓２号鼎颈部所饰为解散状的窃曲纹（图二一，４），纹饰形态和万城北子鼎及平顶山

Ｍ８５∶１４鼎相近。这种解散状的窃曲纹整体来看其实是一种变形的兽面纹。这类兽面只突

出了眼睛和躯干的一部分，兽面的下颌、后肢等部位全部省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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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



万城铜器群的年代应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际，应国墓地 Ｍ８５的年代相当于西

周中期偏晚。周代这类解散状的窃曲纹的来源，从现在的材料看，河南南部到湖北北部这一地

域内，像上述北子鼎及平顶山应国墓地 Ｍ８５∶１４鼎这类纹饰，可能也是中原地区西周中期偏

晚开始流行的解散状窃曲纹的一个重要源头。

顾首夔纹和解散状的窃曲纹均是西周中期偏晚阶段中原地区突然风行的纹饰。从纹饰类

型学来看，关于这两类纹饰可能受到了来自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的影响。

七　年代与历史背景

长期以来，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周青铜器的断代是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

着长江中游及邻近地域考古工作的进展，尤其是宁乡炭河里、望城高砂脊、平顶山应国墓地以

及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发掘，见到不少地方风格铜器与中原风格铜器共存的例子，这对我们认识

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周青铜器的断代有重要的意义。

扶风齐镇鼎最初的报道认为，该墓年代相当于穆王以前〔１〕，《周原出土青铜器》认为，该墓

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２〕。与齐镇鼎共存有一件象首纹铜鬲，与随州叶家山墓地 Ｍ６５、Ｍ１两

座典型的西周早期墓中发现的象首纹鬲相比，足根明显偏短，将该墓的年代定在西周中期很合

理。张家坡西周墓地 Ｍ７３鼎，共存器物有车马器、铜泡及玉、蚌饰等，没有特别明确的年代线

索。发掘报告综合排比墓地发现的器物，认为这件鼎“流行的年代当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大

约相当于西周中期的昭穆共时期”〔３〕。曲村墓地发现的南宫姬鼎，从共存的铜器来看，年代相

当于西周早期〔４〕。平顶山应国墓地发现的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从西周早期延续到了

西周中期。叶家山墓地 Ｍ１发现的形制特殊的铜鼎，根据共存器物来看，年代相当于西周早

期〔５〕。江陵万城铜鼎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晚或西周早中期之际。本文所述束颈鼎

中，像１９５３年普渡村鼎〔６〕、１９５４普渡村长墓２号鼎以及赛克勒先生收藏的两件鼎，均是中

原地区仿制长江中下游青铜鼎出现的器物，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因此，从中原地区的考古发

现来看，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周青铜器的年代早到西周早期应该没有疑问。

西周早、中期的铜器铭文也显示出中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如江苏丹徒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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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

石兴邦：《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发掘记》，《考古学报》第八册，１９５７年；张礼艳：《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分期研究》，《考古
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上述著作均将１９５３年普渡村 Ｍ２的年代断为西周早期。据同出的铜鬲、爵等器物来看，这座
墓葬大约相当于西周中期。



康王时期的宜侯簋，铭文提到分封给宜侯的地域内有三百条河，可确证吴国的始封地在今苏

南地区〔１〕。此外，与昭王南征相关的铜器铭文中涉及的地名多与长江中游相关。如近年考古

发现确证西周早期的曾国位于随州叶家山一带，而且在墓地中确实发现了可以和望城高砂脊

以及宁乡炭河里遗址关联的陶器及铜器，可见考古发现与青铜器铭文可以相互证明。

西周中期，金文中所见的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主要是西周王朝与南淮夷之间的战

争，集中体现在与伯雍父（亦称师雍父）及有关的一组铜器上〔２〕，伯雍父应为之字〔３〕。扶

风庄白伯墓中出土的铜器铭文显示，伯曾受周王之命，帅虎臣抵御淮夷。鼎铭文记“师

雍父省道至于胡”， 铭文中有“师雍父使使于胡侯”，胡国是《左传》中记载的归姓胡国，

在靠近淮河流域的地区〔４〕。录伯簋盖铭文说“王若曰：‘录伯，旧自乃祖考，有劳于周邦。’

……录伯敢拜手稽首，……用作朕皇考 王宝尊簋”。录伯称其皇考为“ 王”，可知录应为

边鄙的国家〔５〕。录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六”，在今安徽六安一带〔６〕。伯很可能曾为六国

国君，归顺周王朝不再称王了。由于录伯熟悉淮河流域风土、语言，所以负责联络当地的国家，

这可能是他“省道至于胡”的重要背景。

这些西周中期的铜器，学术界一般认为相当于穆王时期，可与《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穆

王时“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呼应。

西周晚期，驹父铭文中提到，驹父受南仲之命，出使南淮夷。而 簋、师簋、生、噩

侯驭方鼎、禹鼎、应侯视工鼎、兮甲盘等铜器的铭文均与伐南淮夷相关。铭文这些记载与《后汉

书·东夷列传》中记载的“厉王无道，淮夷入寇”，可以相互参照。

禹鼎铭文记噩侯率领南淮夷及东夷叛乱，禹受武公之命，成功平息噩侯的叛乱〔７〕。禹鼎

属厉王时期，是张家坡各世井叔之后的又一世井叔〔８〕。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中发现的具有长

江中下游风格的容器及兵器，可能正是这种大历史背景的反映。

尽管中原地区发现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数量不多，它们在中原地区出现，正是西周时

期中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交流、互动的见证。

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西周青铜器集中出土于六个区域，分别是湖北北部的江陵万城、河

南南部的平顶山应国墓地、陕西长安张家坡及普渡村墓地、陕西周原地区的扶风及岐山、晋南

地区。此外，山东地区也间或发现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青铜器。应国墓地发现的具有长江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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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２６２页，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０５年。

罗西章、吴镇烽、雒忠如：《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诸器》，《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６期。

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唐兰：《周王钟考》，《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裘锡圭：《说簋的两个地名———“ 林”和
“胡”》，《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张政：《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张政文集·甲骨金文与商周史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１４１－１４６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黄天树：《禹鼎铭文补释》，《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李学勤：《禹鼎与张家坡井叔墓地》，《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



中下游风格的铜器明显偏多，如上文介绍的三件铜鼎。除应国墓地外，目前发现的长江中下游

风格器物较多是叶家山墓地，不仅有高砂脊风格的陶鼎，也有受高砂脊遗存影响而出现的铜

鼎。

周原、丰镐及晋南地区发现的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铜器的确认，反映出西周时期中原地区

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而平顶山墓地以及叶家山墓地发现的这些线索则反映出，来

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这些文化因素，可能是通过湖北北部及河南南部与中原地区发生联系的，

而分布在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的那些诸侯国，是当时沟通长江中下游土著与西周王朝高等级

贵族的重要纽带。平顶山、叶家山墓地发现的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铜器偏多，正是这些分封

在偏南位置的诸侯国架起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与中原地区沟通的桥梁，进一步促进了中原地区

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流与融合。

八　余　　论

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发展序列完整，对周邻地区影响广泛，那么中原青铜器的发展是否也

受到了周邻地区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公认有来自北方地区的影响〔１〕，因为这些铜器多是武器

和工具，相对容易识别。在周代青铜容器研究上，与周邻文化对比研究同样必不可少，如此才

能深入推进中原青铜器研究。

就长江中下游地区周代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来看，一方面，长江中下游地区与中原的

交流，器类多是容器，这些器物的原产地本来就在中原，尽管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器物在工艺、造

型及纹饰上有了变异，也还是容易被我们忽略。另一方面，我们往往突出中原地区的历史地位

和文化影响，即便周邻地区的考古资料已很丰富，但对其文化发展程度仍然认识不足。这种情

况下，往往忽视了中原地区对周邻文化因素的借鉴和吸收。

长江中下游地区所见的典型周代青铜器明显是受中原地区影响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很

多中原风格铜器变异的因素。本文识别出的这批中原地区发现的具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青铜

器，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接受了中原地区的影响之后，又对中原地区产生的影响，中原地区所见

的这些器物，其中既有直接传入的，也有一些是在造型和纹饰上受到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影

响。由此可见，长江中下游地区也为中原青铜器的生产提供了给养，丰富了中原地区铜器的内

涵。

　　附记：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１４ＹＪＣ８０００２）的阶段成果。本文在收集资料

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井中伟、冯峰、高成林、徐靖、付琳、丁尧诸位先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３０２—

陈小三：长江中下游周代前期青铜器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１〕 林 ：《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林 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韩金秋：
《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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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壹

长江中下游周代青铜器

1. 高砂脊M1∶ 2 鼎 2. 资兴旧市春秋墓鼎

3. 长沙金井鼎 4. 长甶墓 3号鼎

5. 扶风齐镇鼎  6. 扶风齐镇鼎底部



图版贰

长江中下游周代青铜器

1. 屯溪 M3 ∶ 11 鼎 2. 凤雏甗

3. 应国墓地 764 号鼎 4. 叶家山M1∶ 14 鼎

5. 万城北子鼎 6. 平顶山M85 ∶ 14 鼎



图版叁

长江中下游周代青铜器

1. 枣庄东江M3鼎

5. 枣阳吉河鼎 6. 平顶山M84 ∶ 74 鼎

2. 长甶墓 2号鼎

3. 赛克勒藏 18 号鼎 4. 赛克勒藏 19 号鼎



图版肆

长江中下游周代青铜器

1. 大港母子墩鼎 2. 溧水乌山鼎

3. 舒城五里村鼎 4. 铜陵鼎

5. 巢湖鼎 6. 丹徒司徒转厂鼎



图版伍

长江中下游周代青铜器

1. 叶家山M111 ∶ 7 钟 2. 宝鸡竹园沟M7∶ 12 钟

3. Ⅰ式 钟 4. Ⅱ式 钟

5. 铜陵顺安鼎 6. 宜昌万福垴鼎



图版陆

长江中下游周代青铜器

1. 番君盘 2. 番君盘内底

3. 资山盘 4. 资山盘内底

5. 肥城小王庄盘 6. 肥城小王庄盘内底


